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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策網絡的治理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福利國家建立，人民原本對政府的政策制定抱著高度的期望，但是一九七○年代末期與一九八○年代，隨著石油危機與政府續效的不彰，人民對政府期望大為降低，取代的是對政府介入公共事務的懷疑，小而美與企業型政府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方興未艾。今天這種改革的熱潮依然持續，所不同的是，不信任政府的情緒已經不再
，新的政策問題，例如環境污染、組織犯罪的成長、以及因應全球化，為了維護國際經濟發展空間的競爭性內結構需要，以及福利國如何修正等問題，都需要政府的介入。然而，政府已不能再認為其擁有二次戰後福利國的單元中心治理權威，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的經驗顯示政府的領航潛能有限，公共部門管理者發現他們不能單獨依賴傳統的官僚組織完成肩負的責任，他們必須動員社會的力量，維持最後的控制權，但與其他的參與者分享公共權威的執行，結果，政府型態的全距因而擴張了很多。晚近，許多從不懷疑立法、行政、與官僚組織的後現代政治學者提出「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的創新概念來取代多元主義的以反應這種政府與社會的關係。

政策網絡的理論近二十年來，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上受到普遍的歡迎，如上一章所述，它指的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上，政府與私人組織之間的穩定關係。政策網絡理論的發展也是公共行政的一面實際鏡子，奠基於韋伯(Max Weber)理型的單元權威中心的歐洲行政國，現在轉變為依賴政策網絡領航(steering through networks)的治理型態。

一九七○年代末以來，政策網絡取代多元主義(pluralism)、統合主義(corporatism) 以及其他的傳統模式，成為英、美與歐洲政策分析的共同途徑。隨著政府與政策制定活動雙雙的成長，參與者的廣泛度與複雜度皆增加；社會更大的分殊性、政策規劃導向特定的標的、以及政策過程參與者的增加，意味著政策網絡的途徑比多元論、統合主義、由上而下的政策執行、由上而下的政策執行更適合現代政策制定，結果各種政策網絡理論蓬勃發展，不僅是個隱喻而已。

政策網路被解釋為「相對穩定與前進的關係網，動員與匯集廣泛分布的資源，使得集合的行動得以協調邁向共同政策」。政策網路包括一個政策領域所有參與政策規畫與執行的行動者，他們的主要特性是公共與私人之間的非正式關係，但是具有相互依賴的利益，努力尋求在集中的、但並非是層級節制的層次上，集合行動解決問題。

政策網絡最大的爭議性在於它將國家機關的政策制定焦點，轉移到次級系統與部門，而忽略總體政治的過程。從參與者相互依賴的觀點看，政策網絡的研究似乎不自覺的強化多元理論的國家印象(Atkinson and Coleman, 1996:201-203)。正如Laumann與Knoke(1987)所描述國家為政府與非政府的組織的複雜系統，強調競爭權力與影響政策參與者的合法性，評論者認為如果國家為組織的複雜系統，則國家權威嚴重分割化，各個機構與官僚開放競爭，各種利益團體競爭決策制定者關懷的眼神，斷續漸進的決策支配政策的型態，甚至於自我組織的網絡穿越制度的邊界，擴展到政府的公務人員。如此一來，國家與社會的界限模糊而消失，國家僅被當做是分離的實體，而不是與團體分享權威的實體。他們批評政策網絡的分析僅限於部門與次級的層次，而無法比較國家對國家的層次。因此，網絡分析的途經是否僅限於利益中介的解釋，它是否可界定為治理模式；它又如何解釋總體政治的問題，能夠解決這這些疑問，才能取代多元主義重新整合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關於這些問題，分別從治理概念的變遷，以及政策網絡治理的理論架構說明。

第一節 治理含義的變遷

1、 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

「治理」指的是政府定義的改變，換言之，指的是一種新的統治(governing)過程。現在，治理一詞常被運用於公共與私人領域，表示全球與地方的政策網絡的安排，並且指稱正式的結構與非正式的規範與實際(Williamson, 1996)。治理的名詞具有強烈的直覺訴求，因而治理概念的運用者很少認為必須要有精確的定義，結果，當治理被界定為政策或組織目標達成的要素時，它到底指的是組織結構、行政過程、管理的措施、誘因與規則系統、行政理論，或者上述要素的綜合，實在很模糊。在公領域的文獻上，治理的定義反映制度與網絡的概念，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憲法所規範的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連結(Von Benda-Beckman, 1994)，組織結構的關係及其與政府機構的科層關係(Hult and Walcott, 1989)，甚至於更多的用法指的是多元機構夥伴關係，自我組織的網絡(self-governing networks)，公共與私人參與者之間的模糊責任(Stoker, 1998)；開發中國家權力從國家移轉到公民社會，以及鼓勵公領域的改革(Hewitt de Alcantara, 1998)；公共衝突解決的公民積極參與(Dukes,1993)；以及強調地方領導與政治動員的公共健康醫療政策成功的執行應該包括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參與(Salmon and Whiteis, 1992)。

儘管定義模糊，Lynn Jr., Heinrich與Hill(2000：235)認為治理指的是完全或部分自主性的個人或團體為了利益而集合行動，達成指揮、控制、與協調。Wamsley (1990：25)認為治理指的運用權威以改進系統的領航以及方向。Vickers(1983)指的是統治關係，亦即互動型態，以及權威當局維持或調整統治關係以求最大化價值的角色。因此，我們常提及全球市場、地方公立學校、歐盟、以及聯邦社會計畫、國際人道援助、公共服務提供者網絡的治理。

Rhodes使用「新治理」一詞，以別於傳統的「政府」用詞，根據Finer(1970：3-4)對政府的定義為：

(1) 統治(governing)或治理(governance)的活動或過程；

(2) 法規命令的環境

(3) 在統治者統治之下的人民；

(4) 社會被統治的方式、方法、或制度。

Rhodes認為現在治理的用法並不是政府的同義詞，治理表示政府定義改變的意思，指的是新的統治過程；或改變的法規命令環境；或新的社會被統治的方式(Rhodes 1997：3-4)。到目前為止，至少有下列六種治理的運用符合上述新的過程、環境或方法。

(1) 最小規模的(the minimal state)的國家；

(2) 統合的政府(corporate governance)；

(3) 實施新公共管理(the new management)的政府：

(4) 善治的方式（good governance ）；

(5) 社會操控制的系統(a socio-cybernetic system)

(6) 自我組織的網絡(self-organizing networks)。

二、治理含義的變遷：新型式的治理是不需要有政府形式的治理

政策網絡的分析不僅限於解釋多元政治的利益中介，學者認為政策網絡係為新治理的一個模式，Rhodes在1997年”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一書中將政網絡界定為治理模式，他說「治理指的是自我組織的府際網絡」。Rhodes認為治理並不等同政府，治理的含義如下：

1、 治理為最小規模的國家：

這種治理的運用乃重新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方式，並且運用市場與準市場傳遞公共服務。國家的規模應籍由民營化與縮減文官而縮小，但仍應隨著國家生產總值的比例維持公共支出；地方政的公務員的縮減可稍微緩和；並藉由管制以取代國營來解決公共問題;

2、 治理為統合性質的治理：

這種治理的運用乃指指揮與控制組織的系統（Cadbury Report, 1992:：15）。政府的角色並非要像公司一般集中精神於企業經營，而是重在執行企業公司（business corporations）賴以指揮與控制的方法；而這樣的觀點已經被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Accountancy（CIPFA, 1994： 6）引進到公部門，希望藉此能更有效率地提升公部門的治理：

發展這樣的強迫性競爭治理，創造各個企業單位的內部市場，並引薦更具商業風格的管理，以產生不同的文化與氣候，使有別於傳統的公共服務思潮，及厭惡服務與開放的價值。事實上，現在公共服務遭受重大的變遷，更加需要特殊的處理與照顧，以確保健全的統合政府的設立與運行。
CIPEA提出公共與私人部門平等適用的三個原則：開放或資訊的公開；整合或直接完全的處理；以及藉由釐清責任分配與清楚的角色界定，使個人對其行為負責。統合治理的用詞雖然狹隘，但在新公共管理與善冶的討論責任時，獲得回響，而且，也提醒吾人，私人管理的實際對公共部門有重要的影響；

3、 治理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新公共管理含有兩個意涵，也就是包括管理主義與新制度經濟，管理主義是將私部門的管理方法引介到公部門，強調專業管理、績效的標準與測量，結果取向管理，成本價值，以及顧客導向；新制度經濟是將市場競爭的誘因引介到公共服務的提供，強調官僚組織的解構；藉由外包與準市場提高競爭；以及顧客的選擇。一九九八年之前管理主義是英國的主流，但一九九八年之後新制度經濟變成支配的主流。

新公共管理與治理概念的關聯性的建立，在於領航（steering）是公共管理分析的中心，而治理一詞原本源自古希臘語中的領航。Osborne and Gaebler（1992:：20）即將政策制定視為領航，服務遞送視為划槳。領航是制度階層，划槳是操作的階層，應該市場化，官僚組織是破壞划槳的工具，因此，他們提出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的概念，強調競爭、市場、顧客及結果。在他們的觀點之下，公部門的轉型有兩個趨勢，包括了「小規模的政府」（less government），以及「較多的治理」（more governance），換言之，少扮演划槳角色，多扮演領航角色）（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34）。

4、 治理為善治(good governance)：

近年來世界各國政府無不努力改革，以趨向善治，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1992)的定義，治理乃運用政治權力去管理一個國家的事務，所謂善治包括有效率的文官、獨立的司法制度與立法架構，來確保民營化的推動；負責任的執行公共預算；向立法機關負責的獨立審計；尊重法律；多元化的制度結構以及新聞自由(Leftwich, 1993：610)；Leftwich認為善治包括治理的系統、政治與行政三面向，治理的系統比政府含義寬廣，包括內部與外部政治、經濟權力的分配；政治乃合法權威的運用；行政乃效率、開放、負責、審計的公共服務。

而且，為了達成公共服務的效率，世界銀行鼓勵競爭與市場；私有化公營事業；消除冗員以改革文官體制；引進預算制度；行政分權化；以及大刀闊斧的運用非政府組織。總而言之，善治與新公共管理相連結，以促進自由民主；

5、 治理為社會操縱的系統(Governance as Socio-Cybernetic System)：

Kooiman(1993:258)認為政策的產出並不是中央政府行動的結果。中央政府通過法律，法律通過之後隨之與地方政府、自願性團體、私部門互動而產生政策的結果。Kooiman認為政府的過程與治理是有分別的，政府的過程是目標取向的介入，治理是社會、政治與行政的整個互動結果。

此種治理的運用，乃認為單一中心行動者的統治論點有所限制。在不同的政策領域之中，有很多不同的行動者，而這些不同的的行動者彼此相互依賴，分享共同的目標。公部門、私部門、自願性團體的界限變得相當模糊。而治理就是透過社會與政治互動過程所產生的結果。因此，Kooiman（1993:：25）認為統治（governing）是一種目標導向的介入（goal-directed interventions），治理（governance）是社會、政治、行政的行動者彼此相互依賴與互動的結果。社會、政治的治理趨向新的互動模式上，不同於國家或市場，在這樣的互動中，政治和傳統科層體系的統治與社會的自我組織（social self-organization）是互補關係的，責任和參與是分散在公、私部門的行動者（Kooiman, 1993:：252）。因此，中央政府不是至高無上的，政治系統漸漸分化，於是吾人將生活在「無中心的社會」（the centreless society）（Luhmann.1982: XV），或在一個多元中心的個國家（polycentric state）之中。在這樣的無中心的社會中，政府的任務在促進社會、政治的互動，鼓勵各種不同的安排來處理問題，分配服務。這樣新的互動型態的包括：自我的與共同的管制（self-and co- regulation）、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共同合作的管理(co-operative management)、聯合事業投資 (joint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等型態(Rhodes,1997：51)；

6、 治理為自我組織的網絡：

Rhodes認為政府的系統並不限於國會與中央政府，而且應該包括公、私部門參與的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治理的運用其實超越政府的運用，包括了政府與私部門、自願性團體在提供服過程中的互動。英國西敏寺與倫敦大道之外的政府體系改變了，地方政府轉變為包括公、私部門複雜組織的地方治理體系，公共服務之傳遞跨越政府與私人部門以及志願性組織的界限，府際連結為政策執行的特色。Rhodes以網絡描述參與政策執行的互相依賴者，他認為英國政府創造機構(agencies)，繞過地方政府，運用特殊目的的團體傳遞公共服務，並且鼓勵公私夥伴關係，網絡漸漸成為英國的重要政府結構，網絡可稱為第三部門的政府結構(Rhodes, 1997：51)。Rhodes認為，既然Metcalfe與Richard(1990：20)界定公共管理為「使事務透過其他的組織完成」，他們並批判英國的改革太集中於內部的管理，則治理就是管理網絡。

網絡管理並非公共部門所特有，將公共管理界定為使事務透過其他的組織完成，也不是反對市場與準市場的運用。網絡是一個廣義的社會協調的型態，換言之，治理是為了協調與分配資源，如同市場或官僚組織一般的建立機制及統治結構。而且，府際聯結的管理，與私部門的管理同等重要。Powell(1991)認為網絡是一種特殊的協調經濟活動，如果價格競爭是市場和科層體系行政管理的中心，那麼網絡的中心將是信任與合作。（Rhodes, 2000: 61）。Larson(1992)研究企業型背景的網絡結構，他的結論為「網絡的治理型態彰顯深受好評、信任、互惠與相互調整」，所以，Rhodes認為網絡不是市場與科層體系的混血，而是一個重要的治理模式。

更重要的是，這種治理的用法表示網絡乃自我組織的，自我組織的最簡單意義，就是說網絡是自主性的（autonomous）、自我統治的(self-governing)。Stoker（1998:18）將治理描述為一套制度，其行動者不只是來自政府部門；成員間的界限和責任是相當模糊的；而且成員間形成一種權力依賴的關係。而這樣的互動關係，則產生了具有自主性的並且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的網絡。亦即，政府不能只是使用命令作為治理的手段，它必須使用新的工具和技巧來處理領航和引導的工作（Stoker, 1999）。

如上所述，治理的運用似乎頗為紛雜，因此，Rhodes根據他對英國政府變革的分析，並綜合上述各種用法，將治理界定為「自我組織的、府際之間的網絡」(Rhodes, 1997：53)。他認為最顯著的治理為社會操縱的系統以及自我組織的網絡，其共同的治理特性如下：

(1) 組織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治理的概念較政府廣闊，因為它包括了非政府（non-state）的行動者。改變了政府與私部門、自願性團體間的邊界，使得政府與私部門、自願性團體間的邊界易變而不明確。
(2) 網絡的成員不斷的互動：因為需要交換資源，協商共同的目標，因而網絡的成員持續的互動。
(3) 博戲一般的這些互動：參與者所信任與受約束的遊戲規則是由網絡參與者共同協商而同意的。
(4) 具有相當程度不受政府干涉的自主性：政府在這樣的自我組織的網絡之中，將不再擁有特權和支配性的地位，但她可以非直接地和不完全地引導網絡。
可見，治理含義的變遷，就是對傳統的政府制度提出挑戰。在現今的網絡社會中，事實上存在著多元化的權力核心，而這些權力核心則相互糾結並交錯在各個參與者之間。治理概念特別強調這樣一種複雜的社會結構；此外，治理的概念亦注意到一個事實。愈來愈多的私人部門與自願性機構，開始從事提供公共服務，並參與決策活動（Stoker, 1998:19-21）。治理的概念主要是企圖挑戰傳統政府角色的定位，強調政府不再是社會環境系絡中單一的權力核心與思考焦點，同時注意到公、私部門間界線模糊性的問題。在這樣的關係中，有的組織可能在某一特定的交換過程中處於主導地位，但也不易總攬全局。當然，政府或某個機關有可能想主導一切，但一定會遭到抵抗(Rhodes, 1996: 652-667）。
從治理的觀點出發，政府組織不再是政策過程的中心領航者，公共管理的活動分化於不同的參與角色中，但是參與者並不擁有相同的權力，網絡的理論假設參與者的權力與其擁有的資源相關連。

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包括Renate Mayntz, Fritz Scharpf, Patrick Kenis, Volker Schneider, Edgar Grande等人認為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動態性、與多元性，國家機關無法單獨治理。因為地域功能的分化，政治系統有效的問題解決必須要結合次級系統的能力與資源，國家與社會的許多組織已形成綿密互動、相互依賴的政策網路(Kooiman, 1993：35-48)，政府漸漸依賴層級控制體系之外參與者的聯合資源與協作(co-operatiin)。隨著治理觀點的出現，政策網路成為層級權威體係(hierarchy)與市場(market)之外的另一種新型態的政府，允許政府動員廣泛分佈的公共與私人參與者的資源。但政策網路既不是傳統的政府型態，也不同於是市場，政策網路沒有傳統政府型態的反功能結果(dysfunctional consequences)，也沒有市場不能控制外部負面結果的市場失靈，政策網路解決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問題，所以政策網路是介於科層體系與市場之間的一種治理型態。

第二節 政策網路治理的理論化概念

架構

政策網路理論認為網絡的公共管理可以避免參與者利益不透明化、無效率的政策失敗問題。雖然，新公共管理是複雜網絡的治理，新公共管理與政策網路治理的情境都是由許多參與者組成，例如中央政府、州(省)政府、地方政府、政治與社會的團體、壓力與利益團體、社會組織、私人與企業組織等，都是一種外在的政府領航形式，但並不是所有的治理都是公共管理。因為公共管理強調公共行動者影響政策過程：但政策網絡的管理不是嚴格的行政控制，治理不限於公共行動者，這種網絡管理，是許多共同參與治理者網絡所導向的社會過程。它並不是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的觀點取自企業行政，是在處理公部門的微體經濟問題。新公共管理採用私有化與外包方法，引進市場競爭機制與顧客服務理念，改革公共服務的傳遞，重新界定國家的界線與責任，但是新公共管理將公民定位在所謂「顧客」的角度；治理重視市場機制，但仍相對肯定政府與行政官僚的重要性，認為在政府在政策網絡中，固然不能扮演一個操控角色，但在網絡互動的過程中，提供網絡參與者集體行動的平台，承擔協調責任與資源主要提供者，具有支配性影響力的關鍵地位。同時，網絡的治理必須處理公部門的外在功能與其合法性的問題，這是政治競賽的問題；此外，政策網路的途徑也正視治理議題的制度系絡，政策網路理論認為網路是一種參與者穩定的互賴關係，所以網絡的治理必須重視協調的制度安排，才能解決總體政治的問題。

1、 治理與新公共管理不同

新公共管理雖然推祟私人管理的實際，但Rhodes指出其弱點如下。

新公共管理將行政改革視為組織內部的方案(intra-organizational focus)，關心經濟效率與金錢價值、科層體系的控制以及權威與責任的分配，雖然適用於管理直線官僚，英國政府也仍保有文官體系，但是新公共管理的途徑一點也沒有注意到府際之間的連結，以及沒有科層體系控制的分享目標的諮商；

1、 新公共管理為目標(objectives)所困惑，其一九八○與一九九○年代所復建的目標管理(management-by-objectives)，有如迷宮中的老鼠追尋目標的盲目行為，因為新公共管理對於人群決策制定執著於管制的、或及時維繫的關係。其實，網絡管理的關係才是重要的。例如，維持地方政府社會服務部門與提供居家照護之私人部門關係的外交技巧，遠比嚴密監督特定外包標的重要得多，保持信任應凌駕於其他的考慮；

2、 新公共管理重視結果(results)，然而，在一個府際網絡裡，沒有一個參與者獨自負責一個結果的；對於期冀的結果，或是如何測量，可能沒有一致的意見；而中央政府也絕不會推動其偏好的方案。這是多頭馬車的問題，有很多人致力於問題的解決，但沒有一個努力被一致認同；既然，沒有一個人可以在事後被課責，當然沒有人需要事先負責。這種管理風格與治理結構不同，新公共管理固然適合直線官僚，卻未必適合管理府際網絡；

3、 新公共管理核心的競爭與領航互相衝突，例如，英國的訓練與企業會議(Training and Enterprise Councils: TECs)被認為是補救工業訓練缺失的市場解決，實際上，TECs為網絡協調多元利害關係人的節點，若干利害關係人互動的層次是低度的，導致網絡不穩定，並缺乏發展均衡諮商必要的信任，市場與競爭的語言，僅為領航的混合體。

Kickert(1997：40)提出政策網絡治理與新公共管理之不同如表3-1。

表3-1 新公共管理與政策網絡治理

	
	新公共管理
	政策網絡治理

	問題
	成本與效能
	相互依賴

	主要的取向
	府際
	府際

	關心的焦點
	行政控制
	促進協調

	公-私面向
	企業型
	特殊的治理模式


資料來源：Kickert ,W. J. M. and J. Koppenjan, F. M. (1997). Public Management：An Overview. in Kickert , W. J. M , Klijn, Erik-Hans,. and J. Koppenjan, F. M. eds. Managing Complex Networks: 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Secto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 40.
政策網絡治理的理論在下文中有詳細的討論。
2、 政策網路治理的理論化概念架構

Kickert(1997：735)認為治理即是複雜的網絡管理，雖然新公共管理是一種網絡治理，但是新公共管理的中心焦點在公共組織的內在功能，而且新公共管理也跳脫不出企業行政的觀點，未能轉移到公共部門，只關心到公共部門的微體經濟問題。既然如此，政策網絡的管理需要建構一個與公共管理不同的概念，能夠適應公共部門外在功能及其合法性的架構。

1 網絡的競賽：共同治理(co-governance)與妥協的政府

網絡分析著重於參與者的互相依賴及其處理互相依賴的運用策略，也著重互動參與者運用不同策略的結果，這就是所謂的競賽(game)(Alison,1971)。在競賽中，參與者行為的策略，除了依據自己的手段-目的行為外，也要根據其他參者的手段-目的而行為，換言之，參與者的行動過程必須根據他人的行為而修正，所以，成功的公共管理也是「有效的競賽」(effective gamesmanship)(Lynn,1981: 154-5)。Kooiman (1993)在他的「現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一書中就指出共同治理的重要性，他認為共同治理是一種新型式的治理，國家或者市場不是單獨行為，而是一起行為(Kooiman,1993:1)。一起行為假定參與者看到集合行動的好處，集合行動的利益遠大於固守自己的行為，因此行動者修改自己對問題的知覺，競賽理論描述這個過程為轉變零和(zero-sum)為零加(zero-plus)的競賽，在零加的競賽中，很可能達成雙贏 (win-win)的情境。

雙贏的局面必須透過整合的協商才能達成，在整合的協商過程中，各黨派放棄先前的立場，轉向尋求集合的利益而互相交換進行中的策略，Lindblom(1965)對於民主政治妥協的潛在智慧評價相當高。無論如何，交換策略的過程中，基於金錢、時間、參與競賽所需精力的投資成本，以及其它參與者所能接受的妥協的外在政治成本或利益，理性人都知道選擇最佳的結果的達成。可是根據囚犯困境的理論，參與者無法彼此溝通，導致產生非所期望的結果。舉例而言，當參與者不須參與互動，就能不勞而獲，即為外部利益的產生，當一個沒有加入工會的勞工，僅因為工會的努力即可受益，將使其他參與者同樣選擇做為免費騎乘者(free-rider)，或拒絕承受這些免費騎乘者的成本，集合的行動也就無從產生。為了解決這個集合行動共識達成的問題，網絡管理理論應運而生。

2、網絡管理

網絡管理是一種提升集合問題解決與政策發展的領航形式，這個層次有別於競賽參與者的策略運用，是屬於第二順位的集合行動(second order collective)。為了在相互依賴的情境中達成目標，參與者必須運用各式各樣的途徑以影響政策的競賽，亦即將依賴其他參與者的效果融入自己的策略中，Kickert與Koppenjan認為網絡管理可視為促進不同的標的參與者相互行為的調整(Kickert & Koppenjan, 1997:44)。

Dahl與Lindblom區別政治(polyarchy)、科層體系(hierarchy)、諮商(negotiation)與市場(market)四類型的協調(Kickert and Koppenjan, 1997:44)，政治的協調是一種人民監督政治領袖的民主代表方式；科層體系的協調，乃官僚組織由上往下的中央協調方式；市場的協調是透過市場的機制，使個人追隨他人的腳步；此外，個人的行為也可經由參與者諮商與協商的互動，達成相互調整。

綱絡管理的目的即在刺激諮商協調的達成，參與者行為的調整是經過協商的互動過程，不僅與政治、科層體系的協調不同，而且也與個人獨立選擇的市場協調不同。Roger與Whetten(1982)認為網絡協調的策略，可以採用統合的策略、聯盟以及相互調整三種策略。統合的模式藉由正式規則、中央權威以及集合的目標實現網絡的協調；聯盟的模式為中央權威與相互同意策略的運用；在相互調整的策略中，自主目標以及相互影響形成中心的焦點。

網絡管理修飾多元理論僅觸及參與者競賽的微觀限制，網絡管理包含三個要素: 介入現有的關係型態，共識的建立，以及問題的解決(Kickert & Koppenjan,1997: 45)。Scharpf (1978)與O’Toole(1988)認為就是重新建構網絡關係，動員集合行動，達成橫向多邊的協調。無論它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是一個新的問題解決方法，學者多認同它一是新的領航方式。

第三節 政策網絡治理的模式

一、政策網絡治理的移轉模式

自我組織網絡的治理方式沿著兩條路徑發展，一條路徑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另一條路徑為中央政府權力下移地方(devolution)。在國際的層次上，州與地方政府直接與其他國家合作發展貿易或吸引外資。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組織在國際關係的形成上佔有一席之地，在國際種族衝突問題的回應上，例如，從科索沃(Kosovo)的和平維持，到賽爾維亞(Serbia)的緊張局勢，都掌握了門題的解決。在國內政策領域上，從電信到環保，都有重要的國際成分。許多決策從國家向國際流動，特別是向多層次的組織(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流動。

在國家的層次上，許多政策制定與執行流向州與地方政府。例如，美國在環保政策上，聯邦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逐漸轉型為服務購買者以及服務安排者的角色，透過外包的私人公司清理大型垃圾場，並且經由與州政府的夥伴關係執行環保政策。進而，許多社區裡，小規模的準政府管理上至教育下至藝文等大大小小的事務。英國也在政府內部設置準自主性的「執行機構」(agencies)執行政策。

總而言之，西方國家的政策策略顯然漸趨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與國際組織連結，並往下發展與次級國家的(subnational)，營利與非營利組織的夥伴關係。一方面由許多國家組成的全球政策網絡功能逐漸成長，另一方向次級國家的夥伴關係轉型為州與地方政府的角色，當下一章討論到民營化政府(privatizing government)時，就可以理解到政府化了實質部分的營利與非營利部門，因此，國家的權力漸趨空洞化。

1、 全球化

全球化的全距從法國抱怨的麥當勞漢堡帝國，一直到農業巨人Monsanto從市場撤回「終結者」種子(terminator seeds)的決定(Rubin, 1999)。倫敦政經學院院長Giddens(1999)認為全球化鋪天蓋地而來，它無所不在，一九九○年代早期，全球化的名稱很少被提及，到了二○○○年，任何一篇演講如果沒有它就無法完成。全球化的定義卻很糟糕，全球化常常與全球市場劃成等號，其實，全球化的定義包含更多，它包括政治、技術、以及文化的動力，它是一種關於「遠距離的行動」逐漸滲透個人的生活以及全球的未來(Kettl, 2000：490)

全球化的意識滋長快速，它來自於幾個根源。第一，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僅存的超極強權，主導新的國際政治秩序，不但東歐國家紛紛加入北約，連俄國也脫亞入歐，成為北約的合作夥伴。冷戰後已無國際的衝突，在回應冷戰後次級國家與種族衝突的戰爭中，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多國聯盟，在轟炸塞爾維亞戰役中，三十國家個諮商轟炸目標，進行轟炸行動時，美國的飛行員發現他們彷如置身在一個鬆散聯盟的指揮之下，多國聯盟獲得國際奧援，但難以作戰。因此，後來索馬利亞(Somalia)以及波士尼亞(Bosnia)的維和多國部隊盡力減低衝突，其主要的策略就是交出國家的自主權，以交換國際的統一。

第二，在軍事行動的背後，就是市場全球化的蔓延，製造工廠與市場知道全球的貨源流通無國界，耐吉(Nike)製造工廠的鞋子行銷全世界，耐吉的象徵全世界的市場一致。匈牙利(Hungry)的觀光客在澳洲(Australia)可以享受到漢堡王漢堡，或在莫斯科(Moscow)喝到百事可樂，法國人討厭到處都是迪士尼與麥當勞，但到處玩。當然，全球貿易不是只有一個方向，公司的兼併也很火熱，尤其是通信業，斯堪迪亞的兩個最快的手機-芬蘭(Finland)的Nokia與瑞典(Sweden)的Ericsson，在美國生產，美國的電視工廠通常壽命都不長。所以，有些分析家認為全球化使吾人生活於經濟中，而不是生活於社會(Smadja, 2000)。

第三，由於線上貿易、期貨、與世界時區的運轉，股票市場永遠不會關閉，沒有一個國家能區隔財政於世界經濟之外。資本市場是全球的，一個區域的金融風暴可以很快蔓延其他地區，一九九七與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可為明證。市場在制定經濟規則上，比國家重要得多，國家可以選擇走自己的路，但是違反全球市場，終將受到市場的牽連，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要在一九九五年拯救墨西哥的披索(Mexican peso)。

第四，全球化運動的核心-快速的通訊系統，尤其是網際網路，這些年非常發達。由於通訊的便利、快捷、便宜，使資訊容易傳播。它不只是二十四小時財金市場的燃料，而且改變了治理，只要在當地撥接上網，全球的組織即可立刻交換資訊，打破政府對資訊的壟斷。結果，導致規範、意識形態、價值與制度的分割化，使吾人不知往那裏走。

立即的通訊總是重要轉變的動力，非政府組織很快獲得重大的影響力。一九八六年烏拉圭(Uruguay)圓桌會談討論貿易自由化，十二個非政府組織隨後註冊，一九九九年西雅圖(Seattle)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WTO)，吸引許多非政府組織代表獻策，也有1500個非政府組織經由網路簽署反對WTO宣言。

除此之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貿易組織、與歐盟這些正式的、準政府的、國際的組織權力大為增加。國際貨幣基金會在亞洲金融風暴受創國家的復甦上扮演領航角色；世界貿易組織在轉變國際貿易形態上，從步履蹣跚到現在的政治火力十足；歐盟已經成為歐洲公共政策上至環保下至藥品製造政策再形成的主要動力。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即使國際超級強權的美國，國家的主權也腐蝕了，決策制定者作什麼以及如何作的裁量權，流失到超國家的組織。為了政治與實用的理由，強權國家也不能獨自置身在全球網絡之外，唯有努力調整政策因應這些新實體，並且組織政府職位以處理相關問題。

2、中央政府權力下移地方

在全球化趨勢之下許多公共政策國際化的同時，還有許多政策領域下放地方。過去二十年來，許多公共行政經由精緻的外包、府際間的補助金、貸款與貸款保證、管制、與其他間接行政的途徑完成執行(Kettl, 1998)。中央政府經由這樣的間接夥伴關係管理國內公共政策，美國公共政策從健康醫療到醫療補助，從環境到交通政策，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共同分擔責任(Kettl, 1993)。間接的治理工具逐漸重要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為了避免因公共政策的擴張而增加政府規模，也有一部分是實踐公民社會直接參與公共政策的意識使然。Light(1999)指出美國聯邦政府在州與地方政府、以及營利與非營利部門的影子公務員，數量多過聯邦公務員，比例約為九比一。

在福利政策的改革上，美國聯邦政府將福利政策的工作交給州政府，典型上州政府將工作下移給郡政府，郡政府再外包給營利或非營利組織去執行，自己作為外包的管理者。此外，福利政策的改革實質上與工作評估、工作訓練、工作安置、與家庭支援計劃多元面向的連結。結果，執行的鎖鍊擴張了，一個廣大的複雜網絡在生產計劃，但沒有一個參與者包攬所有事務。除了醫療補助與糧票，可能威斯康辛州Milwaukee的福利政策享有者，在接受福利的整個過程中，踫不到一個政府公務員。福利政策的改革使得轉型的社群治理(community governanace)趨向成熟，這個趨勢有很大的政治吸引力，使地方非政府團體直接參與服務體系，也使得政府增加服務不增加員額，分散行政負擔與政治危機，並且能夠針對社區需要量身訂做公共計劃。

外包市政服務也不是新鮮事，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模範城市與反貧窮計劃的執行，美國聯邦政府擔心市政府不能回應市民，尤其是貧窮者的需要，在發給地方補助金時，附帶要求地方社區發展與鄰近團體一起傳遞服務的夥伴關係。同樣的因素，也促使美國的環境保護政策轉型，美國環境保護暑(EPA)本身規模很小，大部分重要功能都是經由與州政府及私人承包者的夥伴關係完成，例如前面所述的大型垃圾場清理計劃(superfunf program)，私人承包者清除有毒廢棄物垃圾場，而州政府作了很多推動工作。

總而言之，權力下放，更多的政府參與服務傳遞，在每個層次上的政府與非政府的夥伴關係模式加速發展，使得政府既往平行的關係發展，尋求與非政府組織夥伴關係的協調與整合；也往垂直的關係發展，透過傳統官僚組織與憲政制度，平行的關係不足以取代垂直的關係，而是，平行的連結關係與垂直的關係互相補足，事實上，這就是一九九○年代的政府再造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 movement)。

二、政策網絡的領航模式：以英國與歐盟為例

有許多治理研究的相關文獻，主要在探討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國際關係。但是，有兩個部分的研究議題是與公共行政相關，亦即國家空洞化（hollowing out）和多層次的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國家空洞化的命題，認為國際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侵蝕著國家的主權。例如，Held（1991: 151-157）認為限制民族國家自主性的四種方法，包括了產品及財貨交換的國際化、國際性組織的建立、國際法的建立、霸權的建立與權力結盟等。使民族國家治理的能力將被削弱，但是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制度（Hirst and Thompson, 1955: 409）。而歐盟（Eropean Union）正好說明了一種交換性的政策網絡，是一種多層次的治理情境。其中包括了委員會（Commission）、國家的內閣（national ministries）、地方與區域的統治者（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而歐盟的型態可說是，國際相互依賴關係對國家產生影響的一個特殊例子（Hooghe, 1996）。

(一)、英國的治理模式

一項由由Rhodes 所領導包括23個研究計劃組成的經濟與社會研究會的倫敦大道研究計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sWhitehall Programme: ERSC’S)經過長達五年的研究，發現英國近二十年的改革走上治理模式，分割化的網絡挑戰西敏寺的模式(Westminister model)，以及一九七九年以來在新公共管理之下的行政模式。

西敏寺模式的特徵，包括強而有力的、奠基於多數決的內閣、嚴守憲政傳統、兩黨政治、忠誠反對黨、國會至上。自從一九七九年公共管理運動採用民營化、市場化、統合管理、管制資源、以及分權化的方式。結果，一九八○與一九九○年代治理取代了政府的管理。

1、國家空洞化(hollowing out of the state)

Rhodes以「國家空心化」來形容一九八Ｏ年代以來英國統治趨式的重大轉變(Rhodes1997:53-54)。

Stoker(1997:6)說：「治理乃縮減支出的可接受層面」。奉行最好的政府乃干涉最少的政府，英國近年來政府再造的焦點毫無爭議的奉行Stoker的觀點，一九八Ｏ與一九九○年代英國自柴契爾政府(Thatcher administration)主政以至接續的梅傑政府(Major administration)，努力致力於民營化以及減少公務員數量、縮小政府規模。

(1) 英國政府革新的活動包括

a、公營事業民營化與最小規模的國家：

英國一九七九年保守黨執政，柴契爾夫人上任後採取新右派政治理念，將公營事業民營化，自一九八四年以迄今，已出售的公營事業，涵蓋範圍包括航空、電信、石油、汽車、旅館、運輸等行業。並主張「小而能的政府」(Minimal State)，一九八八年柴契爾政府進一步擴大改革，宣布實施「續階計畫」(the Next Step)，將文官體制加以改造，令政策制定者真正負起政治責任，讓行政執行機關能像企業般有效率的運作。(孫本初,2001年:：87頁)

b、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的功能流失到諸如機構之類的方案傳輸體係：

凡是民間企業可以提供的政府服務功能，先轉為「執行機構」(Agency)進行市場測試，如果合理可行，即予移轉民營。若決定保留在政府機關的活動，則要求必須有效管理(孫本初，2001：69)。

c、英國政府的功能流失到歐盟：

英國自一九七三年加入歐洲共同體後，至少產生三種影響：(1)主權受到侵蝕；(2)政策制定分散化；(3)權力下放地方政府(劉坤億，2001：36)。

d、經由新公共管理，強調管理的責任，限制公務員的自由裁量。(Rhodes,1997:53)

英國家空洞化的特徵：

a、分割化

英國政府在治理變遷程中，公共部門變小了，也變得分割化。在轉變過程中，公共部門縮小而且分割化，中央與地方部門公共的服務分割到到各機構、外包、以及準市場。分割化降低了執行的掌控，例如社區的醫療由包括中央政府部門、地方政府部門、衛生機構、私人企業、以及自願團體的政策網絡傳輸服務，老人居家護理涵蓋來自六個機構＋二個人的服務。一九八Ｏ年代期間，英國執行社會福利的府際網絡呈雙倍成長。

b、領航

因為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的功能流失到諸如機構之類的方案傳輸體系，執行機構在政策真空中運作，透過危機管理與責任迴避體系領航，中央與地方機構角色混淆、缺乏協調。於是一九八八年又有所謂的續階計畫(Next Steps)的發展。續階計畫的策略有二，第一，要求各部會將政策制定與執行功能分開，核心部會只負責政策制定與策略控制；第二，各執行機構設置一個行政執行長職位，負責機構的業務績效。

c、責任

部門分割化導致機關與機關間、公共或私部門間責任混淆不清，於是有一九九一年地方政府發起公民憲章(Citizen’s Charter)以改善服務品質。公民憲章揭示四項內容: 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提供多元競爭的服務傳輸者，以確保服務品質的改善；人民有權了解服務的品質；提高預算支的效益(Rhodes,1997: 129)。公民憲章揭示的責任雖然明確，然而，消費者並無權力追究政府機構的責任，所以公民憲章僅能補充但不是取代政治責任，隨著執行機構的來臨，這個責任的差距也愈來愈寬。

(2) 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矛盾

一九八八年之前，英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強調經濟、效率、與效能的管理主義；一九八八年之後，新制度經濟成為行政革新的主流。在新公共管理的浪潮下，競爭涵蓋所有公共領域，不僅公共建築維護、垃圾廢棄物處理、街道清潔與維護，甚至於學校與社會服務，都可以外包。新公共管理雖然贏得不少掌聲，但是這個過程也出現不少問題，新公共管理的缺點如下：

a、 管理主義乃以組織內部為焦點，強調權威體系的控制、以及權威與責任的分配。管理主義並沒有把焦點放在府際關係的管理，而且權威的控制也與妥協的信念相矛盾；

b、 新公共管理的焦點為結果，可是在府際關係的網絡裡，沒有一個行動者負責結果，對於政策結果可能沒有一致的同意，可是中央政府並無推動其偏好政策的方法。

c、 新公共管理之競爭與領航的矛盾，例如英國的訓練與企業委員會(Training and Enterprise Councils)，是多元網絡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它應該選擇市場的方案以補救工業訓練之不足。但問題是在低度互相依賴的網絡裡，網絡的穩定性不足，又缺乏平衡交易、妥協所需的信任，該委員會的抉擇又該何去何從？

d、 對複雜網絡的領航極為困難，因此英國政府藉由加強資源的掌控，來彌補執行控制的流失。而且政策網絡也腐蝕中央的協調能力，承包的公、私關係是很鬆散的槓桿，但政府仍然必須負起責任，只是這個腐蝕的責任要如何負擔？下文網絡管理即在解決這個協調問題。

(3) 網絡管理的產生

有效能的治理必須重新審視政府的控制工具，政府分割化之後，為官僚模型所設計的中央權威控制工具，已不能適用於分化、分割的政策次級系統。因應跨部會以及部會之下的次部門作業，府際管理(intergovernmental management)取代層級工具的協調功能，為政策參與者達成集體行動搭起一道橋梁。一九九一年，也就是政策執行傳輸機構開創之第四年，採用效率小組的提議在各部會設置一位資深官員來協調部長、部會與政策傳輸機構之間的協調問題。

府際型式的網絡，不再反應管理者的控制角色，網絡管理者的角色不在追求自己目標的達成，他扮演協調、整合的促進角色。管理者在追求集合行動的協調時，可以採用兩種策略，其一: 競賽管理(game management)或者界定可以支持集合行動的環境；其二: 從競賽規則的改變著手去建構網絡，例如，提升雙贏的環境，使每個人可以獲得某些利益，而鼓舞集合行動。英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運用於府際管理的策略包括統合、諮商、交易、規避、誘因、勸服與專業化Rhodes(1986:392-3)。

官僚組織依然是英國重要的治理結構，但行政命令不再運作於所有環境下的所有公共政策，行政命令有時會引起迴避或抗拒協調的行動。市場的解決，例如外包，是保守黨政府解決長程問題的強烈革新手段，但對官僚組織而言，不是所有的政策領域，或在任何情況下都可用市場方法解決，府際管理的才是問題解決的方法。府際管理的特點是相互調整，所以，管理府際網絡的策略是建立在以互信為基礎的競賽，輔以計畫、管制、競爭，來促進相互調整、交易，才是有效的網絡管理。

(二)、多層次的網絡治理：以歐盟(European Union)為例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或市場都不能從自身的結構性調整來迎合全球化的過程，地方、區域、與國整合到全球市場是無法管制的。因為經濟生活與社會及文化鑲崁，經濟活動既不受抽象的普遍法則所限制，亦不受經濟機構所界定，社會的因素，例如社會習慣、規範、價值，以及工資、財產權、匯兌管制等經濟副產品，才是經濟生活的決定因素；再加上資訊與溝通科技因素所構成的時間與空間的鑲崁，構成特殊的區域經濟治理，歐盟即為時間與空間鑲崁的區域治理典型模型。

1、政策網絡的領航

歐盟由歐洲共同市場蛻變而來，是典型的依賴政策網絡領航的治理型態。歐盟擁有傳統的官僚組織結構，但其運作的方法與官僚組織大不相同。歐盟內部的權威來自國家、府際之間與超國家的多元來源，無法像單元中心國家般指導歐盟政策；進而，做為一個龐大的執行體，卻沒有管轄的人民，無法自己執行政策，必須仰賴會員國執行歐盟計畫與立法，一旦執行會員國的行政發生任何變化，就影響歐盟政策的發展與執行。

歐盟設有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與司法法庭(Court of Justice)四個政策制定機關，但是只有歐洲委員與會部長會議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又稱雙頭馬車(bicephalous system)的結構，其中，部長會議握有決策最後決定權，但所有立法權操之於委員會手中，歐洲委員會擁有法案起草權，因此，足與部長會議相抗衡。部長會議是個府際組織體，由各會員國部長級代表組成，部長會議有一主席，由會員國代表輪流擔任六個月。儘管歐洲委員會壟斷立法權，如果部長會議不支持也毫無用處，所以在法案草擬時即與部長會議有密切互動，透過諮商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ssion)協商法案。此外，由於歐盟的決策制定漸趨慣例化與去政治化，議題網絡提供廣大的決策制定邏輯發展空間，留給部長會議專業工作團體在問題規劃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2、網絡整合的效果

歐盟的會員國與歐盟的具有結構鑲崁的相互信賴關係，使會員國參與歐盟的決策制定過程中，自然理性的考慮到這個政策制定對後續的國內政策制定過程的影響。換言之，在相互依賴的決策中，會員國如不能消弭歧見，不僅意味著決策未能達成，而且意味非決策制定(non-decision-making)。會員國彼此相互依賴，執行歐盟的基金，代表分享歐盟的預算。不能在歐盟達成妥協，就是沒有決定，沒有政策(Kerremans,1996: 233)。集合的利益受到各會員國的代表的考慮，有時也必須在不理想的政策與沒有政策之間作選擇，不理想的政策總比沒有政策好。相對的，歐洲委員會，必須依賴外在參與者提供政策相關資訊(policy-relevant information)與專業，而且，歐洲委員會是個很小的組織，必須依賴外在參與者執行歐盟政策。在夥伴關係(partnership)與補助款的的前提下，歐盟政策將歐洲、國家、次級國家公部門，以及私人企業、統合的利益團體結合起來。(Brans, 1997: 391)

自我組織的網絡解釋1979年之後的英國政府改革，尤其解釋後現代的經濟治理，如果沒有政策網絡的出現，很難想像二十世紀後半葉世界上的許多危機要如何解決，例如東歐以國家為中心的無效率以及不平等的問題快速的舒緩，英美的經濟效率與社會平等的均衡，德國的市場經濟的實現，東亞開發中家的經濟現代化。

政策網絡理論的出現挑戰歐洲的公共行政，吸引當代學者熱烈的討論並成為公共行政的典範，但是護衛行政國的學者不乏強烈的批判。主要的批判論點有三，第一，從分析的觀點，認為政策網絡無論是運用到國內或歐盟的政策過程，都明顯的偏向多元與志願參與的方向，忽略權力與制度的討論；第二，從處方性的觀點，政策網絡結合多元論與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恐怕是個「領航悲觀論」(steering pessimism)，太天真的高估政府的調解能力；第三，從規範性觀點，對政策網絡的民主合法性與控制存疑。

政策網絡做為領航的治理工具有其優異性，彌補了由上而下途徑的單元決策中心的弱點，也補充了多元論忽略決策中心，假定政策是參與者行動總和的結果。政策網絡理論解釋中央政府可以不必親自採取行動，立法與行政人員不再壟斷決策制定，但他們仍然是重要行動者，只是運作的空間更寬廣的包括公、私領域。因此，政策網絡的分析吸引廣大的追隨者，更發展為處方性的模式(prescriptive model)。

處方性的政策網絡強烈的反映一九八Ｏ年代與一九九Ｏ年代分割化、無力處理福利國家財政、管制、合法化問題的治理精神。近年，放鬆管制的民營化以及從遠方掌舵的思考強調管制與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綜合，主張政府應多運用誘因、依賴具有問題解決能力的網絡行動者。

在有限社會的資源的環境下，重建政治系統能力的信心，奠基在資源交換的基礎、外包(contract out)的政策制定與執行，透過網絡掌舵的政府，假如能與公、私行動者聯盟，則能為社會掌握住方向。在聯盟架構中，可以經由網絡管理，凝聚問題定義與解決問題方案的共識。政府的角色在協調多元行動者、激勵行動者協同一致完成目標。

在政策網絡的兩階段領航模式中，立法目標經由行動者資源互換與不斷學習過程中，從模糊而漸趨清晰，終於獲得的共識。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複雜的網絡策略扮演促成角色。網絡管理並不是中心目標，但它是一個促進目標的角色。例如賽局管理，可以創造雙贏的情境(win-win situation)來達成共識，成功的網絡管理者實現雙贏情境、減少互動的成本、創造承諾與開放的互動，確保政策過程取得成果。

政策網絡的分析途徑相當新，也引起許多批評，批評者認為政策網絡係一個不透明的、難以滲透的利益代表結構，阻礙公共政策必要的改革，並威脅到公共部門的效能、效率、以及民主的合法性。但是這項批評，主要是針對真實世界中存在的政策網絡，不是針對政策網絡理論架構，許多學者相信這些缺點不是政策網絡本身的特質，可以透過充分的管理而避免。公共政策制定與治理的政策網絡途徑開創政府領航的另一扇窗。







� 參見G. L. Wamsley (1985). Policy Subsystems as a Unit of Analysis in Implementation Studies: A Struggle for Theoretical Synthesis. In K. I. Hanf and Th. A. J. Toonen e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Federal and Unitary Systems. Nijhoff, Dordrecht:71-96. 由於全球化的變遷深受世人重視，聯合國在一九九五年成立「全球治理委員會」，積極討論後冷戰全球事務的治理，並且擴大治理的觀念與範疇，不僅涉及政府間關係，還包括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跨國籍公司、全球資本市場，以兼顧國家的主導與市場的競爭。


�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多元主義在西方國家是一個與極權(totalitarianism)相對的名詞，它蘊含一個規範性信念，就是認為權力與政治權威應該廣泛分配於團體。多元主義認為不能僅以正式憲政結構的各部會職權或僅以三權分立來解釋國家的治理，利益團體是國家與公民的中介，但是多元主義所描述的政策過程，直接將焦點從國家的結構轉向更流動性、不可預測的政治團體。統合主義卻認為，無論如何，所謂的政府政策應留給國家界定合法利益、形成政治組織、以及融和社會參與者於政策訂定過程的空間與能力。


  利益與國家的關係有兩種基本型態，一為競爭，一為合作。多元論與統合主義從不懷疑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角色，只不過前者強調利益團體自由競爭以取得接近決策程序的途徑，後者主張利益團體與國家的合作。統合主義假定資本主義的社會依循一定的發展軌道，國家為了處理階級衝突的功能要件而發展統合模式，將利益團體整合到政府決策制定過程，讓組織化的利益團體分享國家的主權，在合作的安排下彼此實現共享的目標。利益團體並沒有支配性，國家必須強烈的保有自主權，但不藉由強制性手段強硬的推動優先順序的政策，藉由統合的安排，國家可以決定誰及接近權力，以及如何參與政策的發展，而執行公共政策。但是統合主義的概念非常模糊，後來鐵三角、次級政府觀念(notion of subgovernment)以及Jordan與Richardson(1987)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研究，企圖將團體競爭的理念融入穩定與部門化的政策制訂形態中，漸漸發展出政策網絡概念。






